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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與政府在食安危機事件中的網路新聞媒體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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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劣質油品事件」為主題，透過深度訪談分析與比較大眾與

政府在危機中對網路新聞的因應與行動。研究發現，雙方近用網路媒體的

動機皆是為交流意見，大眾望能維護人民權益並督促政府解決危機；政府

則欲回應公眾期望，傳達中立、正確的事件觀。其次，大眾的投書內容多

為自身或組織之理念。然而，由於人民對此事件反彈聲浪過大，故政府僅

能在新聞中道歉而難以澄清或框架事件，凸顯其喪失部分建構危機的能力。

最後，雙方都認為未來應更重視新媒體，政府須即時掌握自主發聲之權，

將真實的資訊以最快速度佈達給公眾，避免不必要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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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食安事件乃是一公共危機，可能危害眾多利害關係人，並對經濟、政

治等各社會層面造成衝擊，影響食品的聲譽與大眾的信任。當食安危機爆

發時，往往會因為其與社會息息相關且影響面廣泛，引起媒體大幅報導，

使閱聽眾能對該公共議題與脈絡有更多的認知與了解。然而，除了記者撰

寫的報導外，新聞發佈的內容也涵蓋許多不同角色的聲音，如「大眾」可

以透過投書或轉發消息發表其對危機的觀點與因應，而「政府」則會陳述

其採取的管理與規範行動、發佈記者會等，呈現的意見與方式皆十分多元。 

  食安危機中，大眾與政府的看法與因應行動各有歧異。大眾認為政府

應出面解釋事件始末、解除危機，並嚴懲不肖業者（莊秀文、林怡淑，2015），

同時，大眾也會透過收集相關新聞資訊，盡可能地規避風險發生（Beck, 1992, 

1999）；政府單位則會透過各式媒介管道詳述事件脈絡與危機因應措施，

撫平社會不安的情緒（蘇蘅、陳憶寧，2010）。可以發現，過往諸多文獻

旨在分析非政府單位的大眾與政策施行者對食安事件的觀點與因應行動。

但大眾與政府雙方在新聞報導中對危機之聲音則較少被討論，更缺乏分析

與比較兩者間的差異，因此，本研究認為其有更多發展空間。 

  正因為食安事件對整體社會均有所影響，在新聞中的話語權非常需要

轉換，不應只限於能近用媒體之專家、學者或政府等有權者，具高互動特

質的網路新聞是最能達成此目標的媒介。隨著數位匯流發生，網路新聞的

出現改變了舊媒體在內容產製中使用者與接收者間的關係，不再僅侷限於

過去單向的資訊傳播，過往容易被忽略的大眾也更有機會透過網路發表自

身想法（林照真，2014；Barry & Doherty, 2017）。網路新聞讓食安危機的

利害關係人能有更多媒體近用的管道，如：政府單位發佈新聞稿、民眾投

書、轉發新聞並發表意見，或專家學者評論事件等，均是各角色透過網路

新聞，使用不同觀點溝通、框架食安危機的方式。 

  在食安危機發生時，網路新聞是主要聚合大眾與政府觀點的橋樑。無

論新舊媒介，政府、產業、各領域專家學者與消費者等，都會透過新聞發

表其對社會議題的觀點（陳憶寧，2018；Rutsaert, Pieniak, Regan, McConnon, 

Kuttschreuter, Lores, & Verbeke, 2014）。有鑒於網路的媒體涵蓋率不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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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網路新聞能較傳統媒體更快速且廣泛地散播消息，重要性也日益增大。

網路新聞提供了一個觀點交匯的平臺，使大眾與政府對食安危機的聲音能

被更多人接收，進而可能影響閱聽眾觀點或應對事件的行動。因此，了解

大眾及政府雙方在危機中如何透過網路新聞傳播觀點與因應非常重要，有

其探討價值。 

  是故，本研究以 2014 年諸多食用油廠商違法使用黑心油的「劣質油品

事件」為主題，分析食安事件中大眾與政府在網路新聞中對危機的觀點與

因應，並進行分析與比較。過往分析新聞文本的研究多採內容分析法（如：

陳思穎、吳宜蓁，2007；Frewer et al., 2013；Liu, Liu, Zhang, & Gao, 2015

等），然而，僅透過新聞文本，可能較難判斷新聞在傳遞與接收食安訊息

的過程中，媒體使用者之動機與對議題之想法。因此，本研究不同於過往

以文本為主，欲自「人」著手，以此為主要研究動機，透過訪談探討食安

事件中大眾與政府使用網路新聞媒體的行動，分析不同角色在危機中的網

路新聞應用，並進一步比較大眾與政府建構之網路新聞內容，以及其對未

來危機因應之異同。 

貳、文獻回顧 

  2014年的劣質油品事件之起因為不肖業者使用品質較差的油品進行加

工、販售，因而引起社會的恐慌與不滿。過往諸多文獻討論食安事件引發

之危機，本研究將著重於探討「食安事件與危機傳播」及「食安事件與新

聞應用」兩大部分，為後續的大眾與政府使用網路新聞媒體的分析奠定基

礎。 

一、食安事件與危機傳播 

（一）危機定義與危機傳播 

  危機最基本的定義為「對組織或群體的威脅」，可能進一步影響聲譽、

經濟，甚至造成利害關係人生命的威脅，故需要透過媒介傳播影響危機轉

向好的發展方向（Allen & Caillouet, 1994; Benoit, 1997）。食安危機影響面

向廣泛，一旦發生將使整體社會的公共利益受損，造成負面影響。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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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爆發的劣質油品事件中，知名廠商被踢爆將回收油品精煉後進行混充，

再將其販售給消費者，使社會大眾對食品安全擔憂的聲音大量出現，深怕

劣質油品會對人體造成危害，增加罹病風險。該事件不僅重創社會對業者

頂新集團以及政府的信賴，大眾也擔憂食安危機可能造成身體的負擔，或

存有不可預知的副作用（周佳蓉、陳國勝，2010）。由此可見，食安危機

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不容小覷，且事件爆發時亦亟需透過媒體傳播、建構事

件，讓大眾有足夠的資訊了解危機、促使相關單位解決威脅，使媒體善盡

維護公共利益與福祉的責任。 

  新聞是危機傳播中的主要媒介，具有讓各利害關係人「接收資訊」以

及「進行觀點溝通」兩種主要的功能。首先，許多研究指出新聞有義務客

觀地報導事件，讓閱聽眾了解事件真相，並提供相關議題主要知識與資訊

以建構事件（邱玉蟬，2007；Juraitė, 2002; Leiss, 2004）。其次，新聞也是

一個訊息匯流的平臺，不同社會角色都透過其進行資訊的交流與傳播，讓

彼此意見交換（Boykoff & Boykoff, 2007; Rutsaert et al., 2014）。因此，在

探討危機傳播議題時，新聞是首要、重要被探討的傳播管道，同時亦是最

不可或缺的存在。本研究將著重於新聞的「觀點溝通」功能，以了解大眾

與政府在危機中的聲音與行動。 

  欲使各事件關係人能快速掌握與交換消息，網路新聞是最主要能使公

眾即時因應危機的媒介。網際網路於 2017 年起已躍升為臺灣涵蓋率最高之

媒體，普及率日益興盛（臺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2018）。新舊媒體

的聚合使能快速傳播資訊且有高互動性的網路新聞誕生，消息也能更加迅

速且無疆界地傳散（林照真，2014；Barry & Doherty, 2017；O'reilly, 2007）。

有鑒於此，本研究選擇以網路新聞，而非傳統舊媒體的報導切入，探討大

眾和政府在危機中的媒體傳播與應用，使研究結果更具意義與未來發展性。 

（二）食安危機傳播的角色與方向 

  在食安危機中，大眾與政府的聲音都應該被傳播與交匯。在與公眾息

息相關的食安議題中，話語權非常需要被雙向建構（邱玉蟬、游絲涵，2016）。

然而，在臺灣，媒體的雙向溝通功能很容易因長期缺乏對底層公眾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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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僅剩上層單位單向的宣傳作用（黃浩榮，2003）。透過將危機資訊傳散

的方向分類，可以將其概分為兩大類，包括從政府「由上至下」的政令或

消息佈達，到大眾「由下至上」的意識或看法輸出。在公共危機中，若雙

方能進行良好的溝通，將讓資訊更加開放、聲音多元（周桂田，2004）。

大眾的聲音雖然容易被忽略，其如何透過新聞媒體或其它能傳散資訊的方

式傳播卻有其重要性。衛生福利部（2016）即強調，食安危機中公民參與

擴大有其必要性，啟動與利害關係人如大眾、民間單位等一同合作，期望

未來能降低食安事件發生的機率。亦有研究指出，在食安新聞中融合不同

事件關係人的聲音，交流彼此觀點，更能夠有效因應危機（邱玉蟬、游絲

涵，2016）。是故，處於食安危機下的大眾與政府，其各自在新聞媒體中

採取的因應與行動值得被關注，也是本研究亟欲探討的一大方向。 

  本研究預期將受訪者分為「大眾」，包括曾投書／未曾投書一般民眾、

非政府組織（NGO），以及「政府單位」兩大類。進而分別進行訪談、分

析與探討，使不同角色之事件相關人在食安危機中的因應與新聞傳播能因

本研究而有更細緻與深入的了解。 

二、食安事件與新聞應用 

  新聞媒體是一個能提供各領域利害關係人進行資訊交換的管道。當食

安危機發生時，政府單位、非政府組織與大眾等都能透過新聞平臺進行資

訊交流與傳播，是不可或缺的溝通管道。不同的社會角色會透過新聞媒體

發聲，以形塑食安事件（吳宜蓁、李明穎，2017）。 

（一）社會大眾在食安事件中的新聞應用 

  社會大眾在危機中是非常重要的利害關係人。臺灣民眾對食安風險與

危機的感知與因應能力高，多會依其觀點採取相對因應（林宗弘、蕭新煌、

許耿銘，2018），如劣質油品事件的爆發即出現眾多消費者不信任業者、

不購買高風險食品，甚至出現「滅頂」的聲浪等（韓婷婷，2017 年 4 月 27

日）。 

  除了針對事件本身採取應對，大眾亦會透過網路新聞發表其觀點與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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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許多食安新聞的來源為政府官員與食品安全領域之專家學者受訪時所

做出的回應（陳思穎、吳宜蓁，2007；謝君蔚、徐美苓，2011），其中身為

社會大眾，但具有相關背景的專家學者，所述的話語在建構食安危機信息

發揮著關鍵作用，也將影響食品危機問題如何傳達給公眾（De Boer, 

McCarthy, Brennan, Kelly, & Ritson, 2005 ）。根據公眾涉入（ public 

involvement）理論，應鼓勵公眾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參與，由大眾角度出

發討論並謀求共識，以解決社會問題。因此，網路新聞於首頁多半也會開

設投書專區，提供社會大眾媒體近用的管道。投稿的文章經審核後，普羅

大眾也能透過新聞向社會發聲、建構事件，以此提升公眾對社會事件的參

與。 

  儘管有線上管道能發表看法，非專業人士的公眾仍較少透過網路新聞

媒介進行投書與評論。然而，由於食安事件具不可預測性，可能使真相不

太直觀或透明，因此，該領域中有所鑽研之專家學者不一定會較一般大眾

擁有更多對食安危機的專業知識（Callon, 1999）。同時，科學發展的不穩

定性亦使食安的風險難完全被預期（Hansson, 2002）。是故，少數沒有相

關研究經驗的社會大眾亦可能因其背景的相關性，累積出一套別於過往的

框架，進一步藉由新聞媒體發揮其事件之影響力（吳宜蓁、李明穎，2017；

Nucci, Cuite, & Hallman, 2006），對於公眾議題不再只是單向接收，反能影

響專家學者、政府等階層（蔡旻霈、范玫芳，2014）。由此可見，普羅大眾

對危機的意見與觀點仍可能有其價值或影響性，不應完全忽略，在食安議

題中亦應被納入考量與討論。 

  另一方面，許多非政府組織則會利用新聞媒體倡議關心的理念與監督

政府，針對事件做出因應並落實社會責任。如在本事件中，中華民國消費

者文教基金會透過發佈新聞稿，批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失靈，方導致劣

質油品事件的發生，亦針對此議題處理後續消費者的爭議；董氏基金會透

過媒體指出政府的危機因應不當，造成人民反感，呼籲政府應有所作為（吳

宜蓁、李明穎，2017；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2015 年 4 月

15 日；許惠玉，2013 年 11 月 2 日）。雖然非政府組織不如政府有實質威

權或執法能力，其在危機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從其出發之角度與聲音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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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被討論。 

  綜上所述，大眾的組成多樣性高，雖然多數不會選擇主動透過新聞媒

體發聲，少數投書者仍可能仰賴其經驗與背景，透過網路新聞傳佈其對食

安事件獨特的觀點和危機因應。除了對事件的投書與評論將資訊傳達給社

會，非政府組織也會透過食安事件搭上建構所推廣議題的順風車，透過新

聞媒體進行消息傳散，有效地讓更多人關心、重視發生的社會問題。 

（二）政府在食安事件中的新聞應用 

  在食安危機中，社會大眾十分仰賴政府能監督與管理食品安全。政府

在事件中能透過採取因應措施，加強與業者間的關係，進而增進消費者對

食品供應的信心（Henson & Caswell, 1999；Henson & Traill, 1993）。其也

能透過法規，利用權力對食安問題做出因應決策，進行危機管理與因應（邱

玉蟬、游絲涵，2016；謝君蔚、徐美苓，2011）。當大眾對政府權威有所信

賴，將信任上位者會把公眾利益置於首位考量。此外，陳憶寧（2014）曾

以「核能」作為風險研究主題，指出當公眾對政府有較高的信任，會對公

共危機議題有較低的風險感知。此與食安事件十分相似，反映多數民眾在

危機中不具有專業科學知識，或缺乏快速掌握第一手危機消息的能力以做

出適當判斷。是故，公眾有賴政府提供專業的資訊與評估，以獲取最大的

公共利益。 

  不只危機的應對，許多文獻指出政府亦「由上至下」地在食安事件的

危機傳播中扮演關鍵角色。如 Cook 等人（2004）、Liu 和 Horsley（2007）、

Lupton（2005）皆認為，在危機中，政府多能透過新聞建構事件並與社會溝

通，具有設定議題方向的能力，讓大眾信任其可信資訊。李明穎（2011）

亦提出類似觀點，指出政府應在危機爆發最初即把握先機，透過媒體建構

事件，並關心大眾、安撫情緒，為後續的事件發展鋪路。蘇蘅、陳憶寧（2010）

則強調政府做為新聞消息來源時，在危機發生當下即應主動提供事件與因

應的資訊，讓消息正確且快速傳播。可以發現，政府除了在新聞中強調事

件發生後對危機的處理與補救措施外，亦會利用報導安撫社會情緒。透過

新聞媒體，政府能將對事件的脈絡與其所做之檢調、因應措施等訊息傳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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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眾，使閱聽眾更理解危機並感到安心（孫銘宗，2018）。綜上所述，

政府如何透過新聞媒體傳達對食安危機的建構與因應，往往是人們關注且

在意的焦點，有其深入討論之價值。 

  做為食安危機評估與管理最主要的角色，政府透過網路新聞媒體傳播

的聲音與行動必定會與大眾不同。本研究期望透過分析，試圖比較食安事

件爆發時，大眾與政府在網路新聞中的觀點與因應之差異，期望能回應研

究問題：在食品安全的危機事件發生時，社會大眾以及政府在食安事件中

的網路新聞應用各自有哪些行動與內容的發聲，並進一步比較與分析兩者

的異同。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過往文獻在討論新聞媒體與食安危機傳播時，多半從文本著手分析（如：

邱玉蟬、游絲涵，2016；陳思穎、吳宜蓁，2007；謝君蔚、徐美苓，2011

等）。因此，本研究預期從不同角度與方法，更深入地從「人」切入，透過

深度訪談的方式處理問題，且給予受訪者更自由的受試情境（Mason, 2002）。

由於國內目前仍較少透過整合大眾與政府雙方觀點之深度訪談的研究，故

本研究企圖透過此方式，進一步了解不同角色對劣質油品事件與食安危機

的感受，深入探討其使用媒體的動機與想法，在問答與互動的過程中蒐集

所需資訊（萬文隆，2004）。 

  本研究期望受訪者回應對 2014 年發生之劣質油品事件本身的觀點與

採取之因應行動，以及在媒體的應用上有哪些行動與發聲資訊等研究問題。

儘管受訪者需回憶並點出約莫五年前的事件與其媒體因應絕非易事，但仍

挑選此風險事件做為研究主題，是因其相對是較為「完整」的風險事件。

自事件的爆發開始即受到媒體大肆報導，歷經一連串廠商被檢驗出不合格

的過程更受到大眾矚目，同時，事件影響範圍與牽涉利害關係人之廣。因

此，本研究認為其是具有代表性的食品安全事件，故挑選之做為主題，著

手進行訪談以回應研究問題。 

一、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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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中，將研究參與者分為「政府單位」與「社會大眾」兩大類。

挑選的政府單位受訪個案為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以及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與劣質油品事件相關之官員與行政

人員，大眾則包括曾投書與未投書之一般民眾、非政府組織，分析在事件

爆發當下與之後的網路新聞媒體因應。從此方向挑選受訪者，能使受訪者

和研究問題相關，個案也有足夠的深度與廣度資料回答研究問題，反映現

實情況（Trainor & Graue, 2013）。 

  本研究透過訪談農委會及食藥署與事件相關的行政人員了解政府單位

在媒體使用上的佈達與因應。選擇兩位農委會行政人員（代號分別為 G1 與

G2）同時進行訪談，以相互補足因年代稍嫌久遠而產生之記憶缺失部分，

使獲取資訊更完整，另外，亦挑選食藥署的行政人員一名（代號 G3），彌

補因工作內容與農委會相異而有不同的媒體使用情況與聲音，使政府單位

的聲音更多元且具理論意義。所挑選之受訪對象均為當時直接或間接處理

該事件的相關業務，或在該單位中為十分熟悉食安危機事件與應對者，並

於 2013 至 2014 年事件爆發時即已於該單位服務，對於政府單位因應食安

危機的流程十分熟悉。 

  而本研究中分類的社會大眾，旨在與政府做出區隔。雖然種類多元，

包括未曾投書者、曾因此事件向媒體投書者，及針對事件做出行動，召開

記者會並透過媒體發佈消息之非政府組織等，但仍將其定義為「非政府單

位」。在受訪的大眾個案中，兩位為未曾投書者（代號分別為 P1 與 P2），

有透過新媒體接收食安資訊的經驗與習慣，同時也曾經歷 2014 年的劣質油

品事件並有採取相關行動以因應危機。此外，為對受訪者生活背景有基本

了解，故優先挑選研究者已有初步認識的對象進行取樣。本研究亦訪談一

位曾投書網路新聞者（代號為 P3），以傳達一般民眾在食安危機中不同的

行動與聲音，其曾針對該食安危機向網路新聞媒體進行數篇文章的投稿並

被刊登。另一方面，受訪之非政府組織代表為其董事長（代號為 N1），不

僅對組織事務的處理十分有經驗，也能提供該單位在當時處理相關工作時

的流程及媒體使用與報導之資訊。訪談自 2019 年 4 月至 6 月初，七名受訪

者全數訪談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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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程序 

  在研究的準備階段中，研究者擬定訪談大綱、編製研究所需資料、訪

談注意事項說明與訪談札記等表件，為訪談各項細節做準備，訪談者亦受

過訓練且具有訪談經驗。訪談內容主要是以對劣質油品事件發生時影響到

的生活、工作或心境上的轉折為出發，在訪談過程中導引受訪者能夠自由

地表述自己想法、對事件之感受與當時的行為等，並進一步深入詢問本研

究重點，關於其網路新聞媒體使用的經驗、相關之行動與危機因應，以及

未來媒體運用的期許。 

  訪談前會先告知受訪者，如有不願回答的問題可以跳過不答或隨時終

止研究，以保有受訪個案應有之權利。訪談由簡單的問題切入，慢慢帶入

研究核心：事件爆發時與事件爆發後媒體使用的相關經驗，以讓受訪者能

夠先熟悉基本問題後，有更多想法來回應主要的重心問題。採半結構式訪

談方式，不一定照訪談大綱的順序進行訪談（Mason, 2002）。所有訪談均

有錄音並經逐字整理，以便進行過錄分析，同時，在過程中研究者亦會透

過觀察與速記以協助進行事後的資料分析與處理。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中資料的搜集與分析是並行的。在資料分析實際操作上，首先，

將七名參與者的訪問錄音資料謄寫成逐字稿。其次，從中挑選重要片段並

進行重點與概念摘要。接著，本研究將訪談逐字稿進行資料減縮，注意不

同個案所做回應之異同以建立分析時所需概念。最後透過不斷閱讀訪談資

料與觀察札記，在文本與概念之間來回比較，進行不同層次的詮釋分析。

此部分的詮釋分析採用「思考單位」（thinking unit）的概念，先從本研究

關心之問題著手聚焦，並進一步建立類目，加以組織形成主題，最終的分

析是在過程中形成的。就進行順序而言，先自訪談大綱的提問來思考，參

考受訪者基本資料與訪談記錄以掌握訪談脈絡與方向。之後再以「政府角

度的聲音」、「大眾（非政府角度）的聲音」、「網路媒體使用」等為思考

單位，進行概念與不同個案與發聲方向比較，形成本研究結果中顯現的各

項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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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為回應不同角色對食安危機的因應，本研究收集七位在劣質油品事件

中，具不同發聲角度與應用網路新聞媒體的大眾與政府單位。透過分析網

路新聞媒體的使用投射大眾與政府的在危機中的想法和因應。以下呈現研

究參與者從各自角度出發所敘述之觀點。 

  網路新聞媒體的使用，如接收資訊、發表對事件的觀點或發佈新聞稿

等，不僅大眾與政府單位會有所差異，皆為非政府單位的一般民眾與非政

府組織也有所不同。一般民眾大多僅能單向接受媒體餵養的資訊，或在自

身社群網站上分享新聞或發表對事件的看法，只有極少數透過新聞媒體投

書發表觀點。相反地，非政府組織及政府單位則握有較多媒體資源，在媒

體運用上有更多的新聞發佈管道。除了針對事件召開記者會，亦會透過報

章雜誌等平面媒體、發佈新聞稿，或利用官方網站佈達消息，發出組織的

聲音以回應事件。非政府組織多在宣揚組織核心理念與價值，進而善盡監

督政府的社會責任；政府單位則不同，多是透過媒體回應輿論，告知大眾

其應對措施，試圖安撫社會情緒。 

  由此可見，在網路新聞媒體的使用上，不同角色能夠近用的程度、方

式與內容各有異同，大眾與政府會因其欲向社會傳播之資訊不同，而出現

十分多元的情況。本研究將其分為三個部分進行分析探討： 

一、食安危機發生後，使用網路新聞媒體的動機 

  大眾在食安危機中多半仍為資訊傳播的接收者，其使用網路新聞的動

機主要是收集危機相關資訊，以做為事件因應或降低風險的再發生。大眾

會盡可能地規避自身發生風險（Beck, 1992, 1999），無論是被動地接受與

依賴新聞資訊（受訪者 P2），或因事件與民生議題相關而採取積極、自發

性地蒐集自己認為較可靠的網路新聞資訊以增加對危機的了解（受訪者

P1），兩者無不是期望能培養對事件的觀點，採取因應措施以減少損害。

如受訪者 P2 即指出，其透過網路新聞的主要目的即是能快速、立即接收較

為安全的產品資訊與品牌，並進行消費以吃得安心，而對被報導出有問題

的廠商則會進行抵制。這與新聞報導公眾對事件採取「滅頂」行動喚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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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意識，並期望降低未來危機的再發生能有所呼應（潘志偉，2015 年 12 月

11 日）。 

  此外，有少數大眾會因其背景的相關性，選擇向媒體投書發表自己的

觀點。受訪者 P3 透過網路新聞投書發表觀點，目的在望能「經由傳述科學

的證據，使政府參酌並妥善處理這樣的食品安全事件」。投書者期望能透

過網路新聞特有的近用、互動性高與改變單向資訊傳播等特性，透過新媒

體發表自身想法，將其對食安危機的意見或知識傳散，使其它利害關係人

能從其投書的報導中接收到不同於記者的多元觀點，望能進一步影響政府

對危機的決策行為。 

  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在危機中也會使用網路新聞，其動機與曾投書

的一般民眾較為相似。正因網路相較於傳統舊媒體而言，進入門檻明顯較

低，也更能讓非媒體工作者近用媒體、創建內容以傳播資訊。故兩者都期

望能透過網路媒體對社會進行自身價值觀或理念的宣導，進一步影響與教

育社會大眾，以此為動機發佈網路新聞稿或投書。 

  對身為非政府單位的大眾而言，無論採取何種方式或態度應用網路新

聞媒體，無不是期望能夠維護公眾全體的權益或進行發聲。除了避免在食

安事件中發生不安全的情況或更大的危機之外，亦是為了讓事件在未來能

不再發生，同時，也能進一步展現大眾對食安風險的關心，促使政府針對

食安事件做出妥善應對以滿足民意。 

  政府單位使用網路新聞媒體的動機則與大眾明顯不同。政府透過新聞

發聲，多半是為了回應民眾的投書，或對可能誤導大眾的報導做出回應，

望能建構正確的事件框架，或用做政府的資訊佈達（受訪者 G1、G3）。政

府利用網路媒體的動機多在立即給予大眾一個「最貼近真實」的答覆並嘗

試建構事件，傳達真相並透過消息快速傳散以安撫社會因危機起伏的情緒，

避免因不同立場的媒體大肆渲染、相互攻訐而造成資訊紊亂與誇大的現象。

如衛福部、農委會、經濟部等政府單位的網站都因此特別成立黑心油品事

件專區，對事件管理、政策和進程做出即時更新，以回應公眾對危機的擔

憂。 

二、食安危機發生後，使用網路新聞媒體發聲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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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多數大眾較不會選擇投書新聞媒體，但未曾因食安事件投書的民

眾並不代表其不關心社會或食品安全。有鑒於網路使用者會透過社群網站

轉發資訊，將使消息因交換而流通地更加迅速（O'reilly, 2007），受訪者 P2

在食安危機時常瀏覽新聞報導，並透過現今愈趨發達的社群軟體（如 Line）

轉發網路新聞資訊、傳散消息。儘管這樣的聲音可能不會成為網路新聞報

導的一部份，但其分享的傳播速度或觸及人數並不一定會比投書新聞報導

來的緩慢或稀少，社會大眾透過網路媒體「轉發資訊」，蘊含其欲傳達且

信賴的價值觀，是現今大眾時常選擇的網路媒體發聲管道。 

  投書大眾與非政府組織的網路新聞內容除了論述其對危機的建構與詮

釋，也會向大眾宣達自身觀點，並展現對政府在危機中的因應建議。曾因

此事件投書的受訪者 P3 表示，由於自身為食品安全相關背景專業，因此十

分講究科學證據，在投書中望能發揮其背景，透過科學給予政府適當的政

策建議。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選擇透過新聞稿或官方網站佈達組織核心

理念，讓危機關係人能獲取資訊，並且給予上位者政策施行的建議，以此

展現其社會責任。如受訪者 N1 則指出該組織重視大眾對產品資訊的教育，

並期望教育消費者正確的觀念： 

  「我們自己會先去了解事情的原委是什麼，還有就是專家跟我們的釐

清以後，然後我們就會去呼籲政府應該要做什麼事情、企業要做什麼事情、

消費者要做什麼事情這樣，會在我們的新聞稿裡做呈現。」（受訪者 N1） 

  綜上所述，大眾「由下至上」所傳達的內容不僅隱含自身價值觀、需

求或理念，更包括想對政府講的話。透過新聞報導的轉發與發佈稿件，大

眾傳達從自身角度或職責對事件的觀點，影響或教育社會大眾以及事件關

係人。此外，由於政府在危機中能運用公權力採取因應行動（邱玉蟬、游

絲涵，2016；謝君蔚、徐美苓，2011；Henson & Caswell, 1999），必然會

受到大眾的期待（莊秀文、林怡淑，2015）。因此，大眾會透過網路資訊

分享、媒體投書或組織發佈新聞稿、舉辦記者會等管道，另一主要目的是

期望透過網路快速傳播資訊的效果促使政府儘速採取行動，解決食安危機。 

  相反地，政府利用媒體做出回應的資訊則相對較為繁雜。主因為其須

針對不同的非政府單位角色做出不同應對，藉此方能盡可能回應大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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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和答案，並透過報導讓事件不再持續延燒，安撫社會浮動、恐慌的

氛圍。政府畢竟是一個龐雜巨大組織串聯起的單位，因此，在網路新聞媒

體的使用上也相對被動，多半都只能針對事件在亡羊補牢後將訊息告知大

眾，以報導安撫民眾情緒。  

  政府單位指出，大眾在網路上能自由發表其觀點並可能進而造成影響，

使劣質油品事件最後早已過於「民粹化」（受訪者 G1），導致政府在網路

新聞中失去完整建構事件的能力。除了因該案一審獲判無罪而由民間自主

發起的「滅頂行動」、「秒買秒退」可以看出公眾因憤怒與不滿而自主性

地發起反彈活動和聲浪（路懷宣，2015 年 12 月 14 日；潘志偉，2015 年 12

月 11 日），更出現嗜血的媒體與名嘴不斷強調油品來源自地溝、餿水油等

（楊正海，2015 年 5 月 12 日），讓政府的澄清未被注意與信任，難以客

觀地建構該危機。由於民眾對此食安危機反彈的聲浪實在太大，當時的上

位者不斷被各式媒體形塑成罔顧人民健康、助長黑心廠商的惡質政府，根

本沒辦法透過新聞澄清劣質油品事件相較於食品安全的威脅，更像是一起

詐欺案件。 

  除此之外，政府對於該事件的後續因應雖不少，也積極解決事件，卻

難以透過網路媒體報導危機最真實的情況。最後只能任由不實消息充斥媒

介，而政府能做的只有透過媒體不斷地向社會道歉，如：「只能扛下所有

責任」（受訪者 G1）、「只能說我們已經做了什麼什麼事情這樣子，我們

已經都有改過向善，我們會好好管理。」（受訪者 G2）。可以發現，在該

事件中，政府因為未能妥善利用最能及時傳播消息的網路媒體，而使其幾

乎失去在網路新聞媒體中危機因應的話語主導權，讓事件持續惡化。當時

許多真正對該議題有所鑽研的專家學者也不敢為政府單位背書，深怕自己

成為眾矢之的。如受訪者 G1 指出： 

  「那時候你只有跟政府作對，講負面的，你才是正義。如果你只要講

了行政單位的一個好話，人家就說你是御用學者、御用媒體，造成了寒蟬

效應，所以很多的真的正派的學者不敢講話。你一講話你是拿了農委會多

少錢、你是拿了衛福部多少錢，你是不是拿他很多計畫？然後就把你祖宗

八代給你挖出來。」（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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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事件中可以發現，政府「由上至下」所傳達的內容，多半是為了

透過新聞媒體給大眾一個交代，但因為可能不熟悉網路媒體特性而錯失最

初能掌握議題設定方向的能力，使報導內容只能是一再道歉，並宣稱其已

經有所彌補。另外，政府會透過官網或新聞稿給予民眾較為正確且中性的

消息，盡量不再激起社會不滿的情緒，內容包括現行規範、廠商檢驗、原

物料收集資訊等。總之，政府在新聞報導中就是一個不斷「被挨打」卻只

能傳遞道歉訊息，並儘可能地對民眾進行機會教育，向其傳遞未經新聞媒

體自行加油添醋之資訊的角色。 

三、網路新聞媒體使用的未來發展與改善 

  訪談過程中，無論是大眾與政府單位，都談到自己過去在此事件中對

網路新聞媒體的使用有可以改進之處，且反思如何方為更理想的媒體使用

方式與途徑。是故，本研究將此相關論述歸納至此部分，探討在未來，危

機事件中的媒體使用與其發展。 

  一般民眾在媒體的使用上，隨著電腦、智慧型手機等載體與網際網路

的出現，新媒體突破傳統媒體傳散消息的方式與管道，具互動性的溝通工

具讓使用者得以享受更快速而無疆界的訊息交流。網路新聞在近幾年也有

愈來愈多的閱聽眾（林照真，2013），相對年輕的受訪者 P1 即透過其做為

資訊收集的媒介，受訪者 P2 也指出「如果不要傳遞假消息，其實用 Line

來傳遞的話算是蠻快的。」符合目前正持續發展的趨勢：社群網站不僅可

以用以維繫情感，同時也是重要的資訊傳播管道。 

  非政府組織在事件後有所反思，認為事件發生當時，因過度仰賴電子

媒體的採訪與新聞稿進行理念的宣導與發聲，反而錯過使用網路讓資訊快

速傳播、提升曝光與聲量的機會。現在其在 Facebook 的操作與官方網站的

新媒體操作上都期望未來能夠更靈活運用，發佈之新聞不要僅侷限於舊媒

體才更能與大眾接軌。如受訪者 N1 即表示： 

  「在那時候跟現在來比的話，幾年前的那時候的網路的那個宣傳可能

還不是那麼的蓬勃發展，所以媒體會對我們發的新聞稿、記者會很感興趣，

可是現在的時空背景來講的話，我們在媒體宣傳這塊相對是比較弱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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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在就是有直播這樣子，透過我們的臉書，可是臉書的操作上我們也沒

有操作的很好，然後基本上我們是很被動的。」（受訪者 N1） 

  站在政府的角度，同樣認為媒體會愈來愈活潑，網路的力量是不容小

覷的。隨著新媒體世代的來臨，網路新聞的使用只會使資訊流通更加快速

與便利。如受訪者 G1 指出： 

  「在那個時候相對的一件事情，就是感覺到媒體跟網絡時代已經來臨。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你如果不會利用所有能夠宣導的媒體，你未來在議題的

操作上，你只有挨打的份，我們深深的了解。」（受訪者 G1） 

  政府單位從事件中有所感慨，認為媒體和名嘴對事件的渲染是非常可

怕的，其深刻地了解到「不要再讓事件發酵」（受訪者 G1），事件甫發生

時即必須儘速解決，網路新聞快速傳播消息的特性是非常值得利用的。又

在處理食安危機事件時，政府單位應注意隨時透過媒體管道掌握自主發聲

的權利，將真實資訊佈達給社會大眾，以避免不必要的紛擾和恐慌。 

  最後，政府建議亦可以與中立、知識含量較高的自發性媒體（如：食

力）一同合作教育民眾，建立民眾對食品安全中法規與風險的認知，才能

把政府的信任度、公信力再建立起來（受訪者 G3）。也冀望所有新聞報導

在用詞上都應更加謹慎，使用誇大或血腥的用詞只會加劇大眾恐慌，進而

造成社會對立，對事件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如何透過媒體提升大眾對事件

的判斷能力，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伍、結語 

  透過七位大眾與政府單位之分享，可以了解各角色在面對相同食安危

機時，使用網路新聞媒體的動機、因應與反思。以下摘要本研究重要發現，

指出未來可以研究的方向與課題，並列述本研究的限制。 

一、研究的主要發現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食安危機中大眾與政府的聲音許多觀點是衝突的，

然而，本研究認為，此為雙方對彼此不了解且缺乏有效溝通所致。因此，

如何透過網路新聞媒體做為發聲管道與社會進行有效溝通與闢謠，即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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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思考的一環。事實上，大眾與政府單位都希冀能讓危機不對社會造成重

大傷害，兩者最終有著相同的目標。網路新聞媒體固然是最重要的平臺，

提供雙方一個意見聚合之處，但如何妥善運用這樣讓彼此觀點聚合的機會，

使事件能更為正確與完整地被建構與傳播，透過有效溝通將隔閡化為無，

進而使大眾能對食安危機有所認知並能採取因應，是非常必須的。 

  首先，在動機的部分，無論是否為政府單位，在使用上多是出自於欲

將己身理念或觀點傳散給對方，透過溝通讓彼此能夠了解我方的想法和因

應。大眾與政府使用網路新聞媒體的動機略有不同，大眾希望能維護人民

權益，並督促政府解決食安危機；政府則回應大眾期望，並傳達較為中立、

正確的事件觀。但無論如何，兩者皆是期望透過能即時並大幅傳散資訊的

網路新聞媒體做為媒介，使理念快速傳播。 

  其次，大眾的投書內容，無非是對政府發表自身或組織的理念（受訪

者 P3、N1），透過其背景、專長或應善盡之社會責任，由下至上反映民意

（吳宜蓁、李明穎，2017）。透過網路新聞媒體，社會大眾將能更自由地

進行內容創建與意見發聲，如在投書或報導中給予政府建議，望能造成影

響而有更好的施政方向，或教育社會大眾食安事件的因應，讓社會大眾能

夠對事件有更多認識。 

  然而，劣質油品事件中，與過往認為政府多半扮演著事件建構與溝通

的重要角色（如 Cook et al., 2004；Liu & Horsley, 2007）有些不同。從與受

訪者 G1、G2 的訪談中可知，社會大眾恐懼的聲音已經因為媒體大幅度地

報導而出現民粹化的現象。有其立場的新聞、政治人物或名嘴對政府與事

件的批判，在經過媒體渲染後引起大眾的共鳴，影響事件發展方向，最終

迫使立法院重新修築食安法規以平息民怨與反彈的聲音。同時，政府單位

也因並未在最初即建構事件樣貌，因而難以透過媒體澄清案件真相實為詐

欺，只能順從民意簡單說明原委後不停致歉，並強調未來會改善，不再發

生相似的食安危機。從這部分可以推斷，當新聞媒體不斷渲染事件，再加

上政府未在最初即透過網路快速傳播正確資訊以因應危機，將可能使人民

對政府的信任出現破裂，並使政府失去建構食安事件的能力，僅能任由事

件被有明確立場的新聞、政治人物或名嘴等角色帶領發展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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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單位指出，往後必須在第一時間透過網路媒體快速做出危機的建

構，並佈達予社會大眾，方能框架真正的食安事件，讓事件不再發酵。因

此，從政府角度切入，如何對社會傳達事件本身真實的情況與危機因應對

策、如何形塑事件等資訊，都將攸關往後食安事件的走向（Lupton, 2005）。

是故，政府如何運用新媒介是在未來研究十分值得探討的部分。政府單位

在最初即應發揮其各部門之專業，並且需能善用新興媒體，將其觀點以最

正確無偏誤的方式立即傳達給社會大眾。 

  除此之外，許多受訪者均指出此次事件因恰逢選舉而使媒體炒作，事

件延燒得更久（受訪者 N1、G1、G2）。在臺灣，食安事件的發生或多或少

會與政治因素有所相關，這也是過去在危機傳播理論中較少討論的部分。

當危機的發生再加入其它外在變項時，其事件本身、因應與傳播等各層面

同時也是可能有所變動的。可以推斷，影響食安事件走向的因素非常多元，

在劣質油品事件中，雖然政府並未在第一時間發聲是使事件延燒的主要原

因，但不可否認的是，政治等其他相關外在因素也是將食安事件推展至不

同發展方向的可能要素之一，是食安危機研究中可以討論的一環。 

  最後，在媒體使用的未來發展與改善中，無論角色，多數受訪者均強

調網路的興起與重要性對食安事件的因應會有所助益，是未來在使用上可

以進行的趨勢，新媒體的力量不容忽視（受訪者 P2、N1、G1、G3）。此

結果與臺灣網路躍升為我國涵蓋率最高的媒體之數據很能相互詮釋（臺北

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2018）。數位匯流下，網路新聞開始大量佔據閱

聽眾的感官，成為資訊傳播的新興管道（林照真，2011）。透過網際網路，

無論是接收或投書網路新聞，抑或是發佈網路新聞稿以進行正確的危機資

訊宣導，都能更快速地讓彼此的觀點得到交流。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雖有多項重要發現，但也存在四項研究限制與未來可調適之方

向。首先，由於本研究所搜集之樣本仍算偏少，可能未完全達飽和的情況

（Trainor & Graue, 2013）。因此，未來在研究樣本的採集上應更加注重增

加，並且平衡不同聲音的利害關係人之數量，讓所提出之論述更利於分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Culture NO.19 
 

158 

 

且更加完整。 

  其次，每位受訪者的經驗往往有其背景脈絡，此部分是難以完全透過

訪談獲得的。本研究能透過訪談所得之資料呈現綜合性論述，並依研究問

題擷取適合的訪談片段做描繪與分析，然而，更深入的決策過程與思考流

程，或其各自思考之經驗和背景難以一一深入其內，此為訪談方式必會存

在的缺失。 

  此外，本研究雖然已透過觀察與訪談札記，企圖提升研究者對議題與

研究對象所做之陳述的敏感度、注意受訪者在訪談中所隱含的語意，以提

升訪談資料的品質，望能進而豐富資料分析的理論意涵。然而，這樣的方

式仍有其限制，且單使用訪談獲取受訪者資料可能出現其敘述能力或因時

間久遠而記憶扭曲等問題。 

  最後，劣質油品事件為一經媒體與名嘴渲染後，使事件演變為嚴重且

導致社會恐慌的事件，但各媒體如此進行背後的成因在本研究中並未討論。

建議未來從事食安危機研究時，也能將其它外在因素加入，思考食安事件

受到其它因素影響而如滾雪球般愈演愈烈時，各相關角色能夠如何因應危

機。 

  本研究預期建立食安危機中，大眾與政府在事件中針對網路新聞媒體

所進行之策略，並將結果提供給閱聽眾，成為其在面對食品安全相關資訊

時之建議，協助公眾理解各相關角色如何應對危機；亦期盼政府或相關監

管單位在未來亦能透過本研究的結果，做為網路新聞媒體使用的方向或對

策。未來研究除了可從本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現象中界定適合的變項以進行

量化驗證之外，也能夠進一步釐清在食安事件爆發後，大眾與政府之間如

何透過網路新聞媒體更有效地溝通與因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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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nd Government Appliance on Online News in Food 

Safety Crisis 

 

Cheng-Xian Y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Gutter Oil Incident”, this research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online news response and behavior of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 by depth interview.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otivation for both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 to use online 

media is to exchange their opinions. The public hopes to 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urge the government to resolve the crisis;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respond to 

public expectations and convey a neutral and correct view of events. Also, most of 

the public's submissions are about self or organizational ideas. However, for the 

reason that people are too dissatisfied with this incident, the government can only 

apologize in the news but hard to clarify or frame the incident. The government lost 

the ability to construct a crisis. Finally,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 deem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new media in the future. The government must 

immediately grasp the right to speak independently and deliver real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void unnecessary p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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